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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空间的法：社会形态、兵法和地势

朱晓阳

摘 要：文章首先用城中村改造的一个案例，以“家宅”作为尺度来测度（mapping）法

律，或者说讨论社会空间是如何安顿“法”的。家宅之法勾连了传统的家庭共享权

和当代的不动产产权，形成一种法律人类学意义上的不同范式之间的对接。但是，

当代城市更新中更不可抗拒的力量来自这种对接之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实施的城市

更新运动。其次，追溯人类学法律研究从社会形态学传统到当代地势学。最后，从

日常语言视角，用“家园”“家宅”和“处境”等讨论地势。这种地势与文章开头案例

中的政治权力的“兵法”有区别。

关键词：基层社会；家宅法；测度；法律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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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初这篇文章准备从莫斯的社会形态学开始，讨论社会形态中的法律，然后再用笔者

以前做过的几个案例来论述法律人类学相关问题。由于当时（2019年 5月）笔者的长期田野

点突然发生的一件事，使文章的写作计划打乱了。现在我要从讨论这个案例开始。以下是

笔者在事发后几天所写的有关事件的一篇短文①的部分内容，题为《“留住乡愁”不该是句空

话——八旬老人和他的百年老宅》，当时写道：

当下连少不更事的孩子都已经学会了“留住乡愁”这句话。可以说这已经是“新时代”

城市更新的金科玉律。但也只有昆明市官渡区宏仁老村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在这个时刻，敢

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将宏仁老村的一幢有百年历史的传统“一颗印”（四合院）建筑喷

上“验”和“拆”等大红字。一颗印是什么？称它为云南地方的传统民居建筑典范或“化石”

不为过。更让人唏嘘的是，这幢老建筑的户主，年逾八旬的莫正才不仅没有签过拆迁协议。

相反，他从差不多20年前开始，多次给昆明市和官渡区的有关部门写信或打报告，要求将这

幢祖传老宅列为文物。莫正才最近一次向包括昆明市规划局、昆明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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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文参见新浪微博https：//weibo.com/u/1275507972?refer_flag=1005055010_&is_all=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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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官渡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在内的政府主管部门递交《关于请求保护古建筑的报告》是

2019年2月10日。报告中说：

……自2010年5月开始，官渡区把宏仁村列入城中村改造范围，此屋便不断遭到骚扰。

2015 年6月，我曾向省信访局写过报告，由市里转到官渡区，区文管所的某某曾率领有关工

作人员实地考察，但至今未有回复。在2019年1月7日公布的“官渡区宏仁村城中村改造项

目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中，宏仁村230号建筑没有被列为文物古迹用地。而在日前宏仁村

城中村改造拆迁再次启动以来，拆迁指挥部更是无视这一典型古建筑的存在，将之当作拆

迁对象。为了保护宏仁老村传承下来的古建筑及其他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可移动文物，我强

烈要求将宏仁老村230号列为不可移动文物。……

按照2015年和2019年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一些专家学者对

宏仁村传统建筑的调查报告，包括莫正才家的房屋在内的该村多处建筑属于“尚未核定为

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当然，从宏仁村城中村改造指挥部的角度，拆除这幢建筑是合理合法的。理由是莫正

才的儿子已经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谁是户主？谁有权利签拆迁

协议？从仇和在任以来，拆迁方惯用的策略，即利用乡村习俗，侵犯户主权利。昆明地区乡

村社会的一个传统是：老人未过世便将房产以口头形式宣布将由儿子继承。但这种继承的

实际发生应当是在老人过世以后。在现实中拆迁方为了达到尽快拆迁的目的，往往会劝诱

未来的继承人，背着户主，在拆迁协议上签字，然后再来将仍然居住其中的户主撵走。这种

事情在宏仁村已经发生过多起。莫正才对这种情况其实早有警觉。而且他已经是第二次

面对这种被他人代签的局面。第一次是 2010年，他发现自家的房子被儿子签了拆迁协议

后，自己到拆迁办去讲理，以土地证证明自己是房子的主人。后来拆迁办不得不取消了莫

的儿子签下的协议。但是，九年过后，故伎重演。这一回莫正才的房子上还被刷上了

“拆”字。

拆迁办实际上是在利用乡村的礼俗，进行破坏性推进。其结果是使被拆迁的家庭产生

不合，甚至父子冲突。正是这样，当莫正才昨天去拆迁办要求取消协议拆时，对方说：“你去

法院告你儿子去。”

拆迁办的做法甚至也违背当下国有土地上不动产交易的规范做法。例如在这些交易

的场合，不动产交易处会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不是“房主”的配偶和直系亲属）或亲自

到场或写下授权书，房屋过户手续才能进行。但是这个以改造城中村为目标的指挥部却可

以公开地侵犯莫正才这个正式户主的权利。是的，莫正才正是使用了“侵权”这个词来描述

发生在他和他的房子上的事件。昨天，莫正才向儿子说：“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间房子里”。

……

上文需要更正的内容是，莫正才几天后到拆迁指挥部讲理时，对方拿出来的仍然是其

子于 2010年签的那份协议。请注意，莫正才曾于 2010年携带着 1952年“云南省昆明县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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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所有证”（以下简称土地证）和户口簿到拆迁办去要求协议无效，拆迁办口头答应他的

要求。①莫正才后来于2012年又上书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政府追查这件违规的行为。

以上案例涉及当下集体土地上房屋产权的一些重要问题，或者说以“家宅”为本体的共

享所有权在城市更新运动②中会遭遇怎样的困境。其中较重要的有两点：第一，谁是这幢老

家宅的所有者？第二，这幢房子能不能拆？③

让我们首先不从法律关于产权的规定出发，而是基本上依据田野调查收集的资料和参

与观察来描述莫家家宅的“所有权”或“家宅之法”的状况。其次，对“家宅法”的测度（map‐

ping）将会顺理成章地引出能否拆这幢房子的讨论。

莫正才的家宅是一所“一颗印加半颗印”（加上外天井）组成的建筑。④其形如下图1。

图1 莫正才家宅结构图⑤

这座建筑为莫正才的曾祖于 1915年所建，1938年这幢建筑被析分为三份，由其曾祖父

的三个儿子继承，莫正才的祖父继承其中三分之一（见图 2），其祖父一脉四世单传，至莫正

才及其子辈一直所有祖父遗留的部分。

①莫正才及其房子在2010年被其子代签的情况，参见孙超《村庄拆迁改造中的家庭关系与老人生活——以昆明市郊
小村为例》，《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 - 146页。

②本文用“运动”或“搞运动”来描述城市更新，特别是本文所涉的城中村改造是有具体所指的。参见朱晓阳、孙超：
《小村故事：滇池东岸东岸的土豆和挖机（2010 - 14）》，未刊稿。

③在包括学者、文物爱好者、媒体、纪检部门和文物部门等干预下，11月11日官渡区文物局请省级专家（云南省考古研
究所）对莫家宅院进行鉴定。老宅在会上被专家一致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11月12 - 18日区政府网站公示其文物认定
结果。此后莫家宅院被确定为“区级不可移动文物”，被要求“原址保护”。

④20世纪30年代建筑学家刘致平第一个发现云南民居“一颗印”——四合院的重要价值。他对这种融合儒家文化、彝
族传统，又适应云南山区环境的建筑做了深入研究 。此后这种流行于云南彝汉地区的家宅的文化价值开始被外界认识。
如今这种建筑形式被称为中国的五大传统民居类型之一。与其并列的四种典范民居分别是：北京四合院、西北的窑洞、广
西干栏式和客家的围龙屋。参见刘致平《云南一颗印》，原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7卷第 1期，后作为遗作刊于《华中建
筑》1996年第3期，第76 - 82页。

⑤红线内为莫正才家所有部分，蓝色部分原为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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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民国二十七年遗嘱分单图版

1981年莫正才的堂叔将其所有的三分之一部分的堂屋和对厅等卖给莫正才，因此莫正

才家所有这座四合院的三分之二（见图 3），即现在莫正才仍居住的部分。1952年该房屋获

得土地证，莫正才的名字也在土地证上（唯一在世者）。

图3 1981年莫正才等购买堂叔（莫兴）房屋合同图版

莫家一颗印四合院的建造、不同时期所有权变更（包括细节）和居住历史十分清晰，相

关文献非常完整。这是在其他类似性质土地上的民宅所不大有的情况。现在我们甚至可

以用这些文献完整地描绘出以这幢家宅为例的中国百年民居产权历史及现状。例如 1938
年的遗嘱分单上记载了关于莫正才祖父（长子）分得的田产和房产。这份材料虽然称为遗

嘱，却只是针对家庭的房地产，且作为分单之一，只涉及分给莫正才祖父一脉的部分。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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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有莫正才曾祖口述的理由，“所生三子……现今婚姻成配，但愿父母年高不能照理家务

情愿将祖遗所置田产地业及房产什物今当凭族人等品搭均分各执一张为据”。分单有族内

人和街邻为证，有代书人签字。其中还列出“应留养赡田十工（大约 3亩）”作为其曾祖父的

赡养田。分单既是房屋产权的依据也是 1950年代初土改划分阶级的基础。①莫正才一家当

时被划为上中农。1952年的土地证确认了莫家宅院的居住者（也是共享者），其中包括莫正

才的祖父（户主）、祖母、曾祖（由莫家赡养）、莫正才之母（莫父已逝）、莫正才和妹妹。1981
年的“房屋出卖协定书”是莫氏亲戚之间的一次房产交易。由莫正才和另外两个堂叔买下

堂叔莫兴同宅院的房产。下面两份文件则分别是（左图）2010年拆迁期间，在拆迁办的胁迫

下莫正才儿子与拆迁指挥部签下的关于莫家宅院的拆迁补偿协议；（右二图）2012年莫正才

向街道办事处报告要求将其子与拆迁指挥部签的协议宣布为“无效合同”。

左图：莫正才之子与拆迁办签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2010年

右二图：莫正才致街道办的信（留底），2012年

将不同时代的房产交易文件进行比较很有意义。这些文件虽然是针对不同的问题而

发生，所涉及的人事也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所有文件都涉及的，即所有者。例如 1938年
的文件“遗嘱分单”是由家长，即曾祖莫惠主持分配，遗产继承人则仅列出莫正才的祖父，即

儿子一人。其他家人，如其妻和其子等均不列出。1952年则是国家（县政府）颁发的土地

证，所有者单位是“户”，列出“本户本人”和“全家人口”。文件确认所列土地和房产“均作为

本户全家本人私有产业”。1981年的私人之间买卖房产合同上，甲方（卖方）包括莫正才的

堂叔及其儿子，买方（乙方）则是莫正才。2010年拆迁安置协议则是儿子背着父亲与拆迁办

①按照 1952年土地证，莫家 6口人，有田地 11亩多（其中 5亩多为水田），瓦房三间半和打场一块。莫家被定位上中
农。土改时期官渡区三分之一强的土地属于中农，人均 1.1亩；13％属于贫农，人均 0.5亩。参见段森《官渡区农业志大事
记》，收入昆明市官渡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官渡史志资料》第 2辑，昆明市官渡区地方志办公室 1989年内部编印本，第 55
页。按莫正才说法，其祖父家的劳动力较多，田地基本上是自种，因此评为上中农；相反，同院的堂叔家缺乏劳力，雇人种
地为主，土改时计算剥削率超过 25%，结果被定为富农。这一家长期住在昆明，后来将房子卖给莫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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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家房产上发生的交易历史和文书显示出“家宅法”的特征还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父

权为轴心的房产权所有。例如给予（出售）方均为家宅的男性。其次，在将近九十年及其间

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条件下，家宅法呈现出承袭性或延续性。延续性体现在例如虽然契

约文书都以户主的名字为所有者，但家长仅是家宅的代表。其他家庭人口虽然是共享者，

但名字不出现在文书中。只有1952年的土地证确认“全家人口”为房产所有者。再次，家宅

为家庭成员共享、继承人明确和继承发生时间模糊则是家宅产权非排他性的特征。这种特

征既有使传统法与现代法灵活地对接的可能，也留下在21世纪拆迁时期拆迁人能够钻空子

而破坏家宅法的空间。

莫正才从一出生就在这所家宅居住。1950年代中期至1993年他在昆明市的国营单位

工作，但家仍然在这所房子里，其妻子和儿子仍是农民。莫正才虽为国营企业（农场）干部，

有城市户口，但在昆明无房产，仅有单位宿舍寄住，一放假就回村里的家宅居住。莫正才

1993年退休后，户口也转回本乡，户口登记住址即为宏仁村230号。其妻于1994年因病去

世，此前其子在这所家宅结婚，正房的楼上即是当年其子的婚房。其子在1994年于村内分

得一块宅基地，盖房子后，从老宅搬出去独立成户。2005年，其子又在当时的新村分得一块

地，并在其上建成新宅（在宏仁新村）。其子一家此后搬入新宅，老宅仅剩莫正才一人居住。

莫正才的儿子是独子，虽然与父亲分住不同地点，但按本地规矩，这不算分家，其子仍是莫

正才家宅的成员，仍然是其继承人。

乡村住宅的“户主”虽然是一个主要的所有人，但与当下的不动产证上的“业主”并非

同一含义。户主在此与家庭的“主人”同义，例如1952年的土地证上所写的“居民莫之美

（莫正才祖父）”，其他人则在“全家人口”内列出。家宅的所有者是共享同一家宅的成员。

家宅是一套父系血缘的差序格局关系的实物体现。多子生长在家宅中，在结婚分家后父

母将会或者分割家宅的一部分给分出单过的儿子，其状如莫的曾祖给三个儿子分配家宅

那样；或者为分家的儿子在外建房。父母则与负责赡养父母的儿子继续居住在家宅内。

家宅的女性子辈成员虽然出生和长大在此，但出嫁之后便不再是家宅的所有者。例如在

1952年的土地证上有莫正才的未婚姐妹的名字作为家庭人口之一。按照传统，家宅成员

的女性配偶，如果发生离异并再嫁或夫死再嫁，①其也不再属于家宅成员，也不再具有家宅

的分享权。②这种情况与女性的土地承包权一样。因此，对家宅的共享权是以父系为轴心

的家庭成员的居住和共享权。这种权属既是亲属制度的规范要求，也是因实际居住而形

成的权利。

①如莫正才的父亲于抗战时期被征兵，死于服役期间。其母未改嫁，仍然属于“家庭人口”（1952），因此也是家宅
成员。

②公社时期有夫妻离异后，前妻仍然在前夫家的家宅内空余的房子里，或者将家宅分割出一部分给离异的妇女居住。
但这些妇女一般都没有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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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际居住”在多大程度上演变成对家宅的部分所有权似乎情况较复杂。实际居住形

成的往往是对家宅的事实“占有”。①这种占有如果没有亲属制度的规范支持，则不会得到

“所有”的名分，但在例如拆迁中，实际居住者仍然能得到或多或少的补偿。②如果实际居住

者有传统家宅规范（往往与父系亲属制度重叠）的支持，例如本案例中的莫正才本人，其对

于家宅的处置决定权就会十分重要。在这里，莫正才既是户主，又是一家之长，同时又是长

期的实际居住者。一般而言，仅凭“户主”和“家长”的地位，莫正才已经是其家宅共享者中

（其他包括儿子及其家庭成员）最重要的一个。但本文想强调，莫正才除了这些名分外，其

一辈子居住于斯也是他对这所家宅的“所有权”得以安顿的原因。笔者认为，莫正才虽然用

户口本，用 1952年的土地证，用家庭谱系和数代分家析产的物证或口述证据等，证明自己对

于家宅的处置权利，但从拆迁办和其儿子方面会认为莫正才已经立下遗嘱（口头）将房子确

定为儿子继承，因此儿子可以作为户主签拆迁协议。当然这种做法与习惯的“遗嘱分单”并

不相符。例如莫家的 1938年遗嘱分单上还列出“养赡田”若干，作为曾祖父的生活来源。而

莫正才在主张自己的权利时，主要是依据国家当下的法律。例如，他在 2012年致街道办的

报告中说：“《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开始’。至今我还健在，谈不上其他人继

承。”但村民中也会有人认为，既然已经说归儿子所有，人家就有权处理［1］。这里出现的情况

确实是下文将谈的一种“兵法”局势而使延续百年的家宅法断裂。因此，莫正才在提出权利

主张的时候不得不提到“公民的居住权”。

这种被他表述为“居住权”的背后，实际上是他在这所宅子里的长期“实际居住”。 这很

重要，但他提到不多，其原因可能是他这样的住居现实和历史在他参考过的法律中找不到

表述。但就这所家宅而言，笔者认为他在此居住八十余年，与这所宅子可以说是互相“演

成”了今天的现实。这种现实应当成为“所有权”的一个重要方面。

讨论住居历史和现实，可以先从认识莫家宅院的“一颗印”建筑形制开始。最早研究这

种建筑的刘致平先生认为：一颗印的以下几个特点尤其突出：其一，在空间上完整体现礼俗

社会形制；其二，具有高度地方环境和社会适应性。例如天井的尺度与古制和地方环境都

有关系。再如“一颗印住宅实一碉堡式住宅也。此种住宅分散田野，则自成堡垒，如涧山密

集，构成村落时，尤可节省地面，而一旦有事则即是鸿沟。”［2］

①本文关于“实际居住”的描述可以看作方法论意义上的栖居进路的体现，看作这一进路的具体方法——测度（map⁃
ping）的使用。笔者认为对于家宅之“法”的理解，只有通过对实际居住的测度（mapping）才能把握。这是在讨论空间与法
的时候必须强调的。关于测度，Ingold指出几个特点：其一，它更像一种故事讲述。“当地人不一定知道一统的（如同钟点时
间一样的）“空间”中，自己所处的位置，但是能够用包含历史的“位置”或“地区”（region）”。其二，mapping是在时间中运
动，这也是真正的世界。 其三，Mapping是开放的，继续的，总是导致下一个mapping的例子和下一幅地图。Mapping的情
形类如摸着石头过河。其四，mapping相当于wayfinding（找路）。Mapping一个重要意义是通过这个路径能够进入“土著”
的世界或生活形式，能够发现地方的规范或“法”。

②这种情况类似以租住形式长期居住在国有企业单位房子或房管所房子的居民。这些家庭在城市改造中，如果是在
国有土地上，其“居住权利”一般会被以补偿的形式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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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这所四合院的形制和空间格局虽然保有其初建时的面貌，但在莫正才长期居住，

特别是其个人占有的最近二十年，房屋的功能已经有较大变化。例如堂屋楼上的正房的北

墙前，现在供着莫家祖先的牌位（最远至其高祖，共五代）。本地供祖先牌位的一般位置有

的是在一层堂屋的北面。莫家正房的楼上最初是佛龛所在的地方。那里的一张供桌甚至

是与房子的木结构连成一体。“村村有寺庙，家家设佛龛”是滇池沿岸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景

象。莫家老宅在盖房之时就设立佛龛，令人想到家宅设“佛龛”是其形制的一部分。

堂屋外的“油春”——即面朝天井的外露平台部分，被设置成一个“会客厅”。其西边有

供来客坐的椅子和沙发，东北角是莫正才的小书桌和椅子。在传统家宅形制下，这部分是

家宅成员公共活动的地方。这里面朝南方，日照最多。这里平日可能是孩子玩耍、大人聚

集聊天的地方；秋天可能会是晒农作物、冬天晒腌菜或人晒太阳的地方；这里一般不得为任

何个别私人物品完全占据。目前的“客厅”安排显然是因莫正才单独一个人生活需要作出

的调整。前述提到，堂屋和油春的所有权是莫正才从其堂叔处购得。莫正才等与堂叔莫兴

的买卖合同约定：“油春，所有权属莫正才，莫勇（购买部分正房的另一亲戚）及其后代可自

由通过，对厅下面，西边属莫勇过道，东边属莫正才过道，天井两家共同使用，任何一方不得

占用”。

四合院的二层被调整过功能的地方还有耳房和对厅。朝西向的耳房被安置成书房，其

中有面朝窗户和天井的书桌和椅子，还有书架。耳房与对厅部分被打通，一部分成为莫正

才的卧室，对厅的西边放着电视机。在传统的乡村一颗印家宅中，长辈的床一般会在一层

的正房内，厨房（耳房）的楼上一般不住人，通常是作为储藏室。但碉堡式的一颗印正房无

窗户，终年照不到阳光，而朝向天井的耳房楼上日照充足。莫正才因此将书房和卧室调整

到耳房的二层。

按刘致平先生的研究，一颗印的天井非常有讲究。他指出：“惟天井一事，其位置居中

固为国内四合房之常制，但其形小而高深，则非他种住宅所得见者。此种小而高之天井，

以常例断之，似于住宅之通风采光及容纳骡马牲畜等稍感不足，但在云南确无甚问题。盖

云南风大，房内通风实无甚困难，而地近赤道，阳光入射角较北方大。天井虽小，其直射光

及反射光均强，昼间尚可足用。”①

莫家一颗印的天井保留着原初面貌。伴随着莫正才的长期生活，这里形成了一个包括

天井在内的小“生境”。这个生境可以用“极简”或“生态可持续”等当代环保主义的辞令来

歌颂。但于这位老人的实践而言，很大程度是由于他的节约、简朴、自律、使物尽其用的秉

性、闲不住的手脚等等，总之是他的勤快与周遭的物质条件相演成了一个世界。他在四合

院的天井南边设置一只大水缸（高约一米），用来收集从屋檐落下的雨水，院子里栽了桂花

①刘致平关于一颗印的形制和天井有如下解释：现在仅知一颗印制度与我国古制相似之处甚多：（1）平面布置颇似九
室之制，其天井即在九室的中心之分位；（2）宾主出入须经倒八尺屏门两侧分两路，沿左右耳房阶沿出入，与西礼东西两阶
之制相合”。参见刘致平《云南一颗印》，《华中建筑》1996年第3期，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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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和珠兰等植物。收集起来的雨水用于浇灌植物和除饮用之外的生活需要。莫正才曾告

诉笔者他的自来水用的很少。吃剩下的食物被他用来喂鸡和鹅，或者在外天井做成堆肥。

在天井西北边，靠着楼梯的外墙上还有蜜蜂筑的一个巢。蜂巢在那里形成已经有好些年。

我第一次注意到它是 2010年。蜂因此也是这所家宅的居民。外天井的一部分因为隔壁院

子被荒废，莫正才在原猪圈（已经签过拆迁协议）的地方，用栅栏围住，里面养了其孙子寄养

在此的几只鹅。每年雨季来临之前，莫正才便从正房二层的窗户爬到房顶上去薅瓦沟里的

草。他直到最近一次生病（两三年）前仍然这样做。

以上这种“住居现实”是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作为“物”的家宅和居住者相互缓慢演成的。

其中有按照家宅法的规范操作，例如莫正才对堂叔家的堂屋、天井和对厅的购买和使用；也

有基于个人生活方便作出的调整，例如对油春和耳房二层功能的重新安排；也有在其他业

主长期不使用自己房产的情况下，实际居住者进行的“占有”，例如在外天井建的“家禽

农场”。

为什么要描述莫正才家宅的住居现实形成的各种细节？①简言之，这所家宅和莫正才

相互浸入的世界正是家宅之“法”本身。在百余年和四代人的栖居中，特别是莫正才八十余

年居住于此，以及最近二十年的独自栖息和调整中，这里生成了自己的“现实”或物、规范、

尺度、经济、惯习、意义、价值、伦理和功能，等等。传统的实证社会科学不讨论非观察现象

之外的东西的意义，实证的法学的“事实”也不会包括住居史中不可言说的和非理性的东

西。但是这些因素确实影响生活世界的人，影响他们规划与其世界相合的“法”。用韦伯式

的话说，这是概念和被把握之物之间的“非理性嫌隙”。②这些“非理性嫌隙”在城市更新和房

屋产权变更的活动中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③请注意，莫正才对劝他搬家的儿子说过“我就

是死也要死在这间房子里”。他用这句“非理性”的话，喊出了八十余年居于斯建于斯的真

理。这声呼喊昭示了家宅栖居的“活法”。④

不妨再直白说一句：莫正才与他的房子是互为命根。因此，他经历搬迁就是拔根，当然

就是夺命。民间说法：“老人不能搬动”，说出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正是从这种生与死相

①在关于家宅形制和居住者关系方面的经典研究，一般都会想到布迪厄对柏柏尔家屋的研究。在那篇文章里，布迪
厄从貌似结构主义的分析入手，以北非柏柏尔人的生活形式将家屋空间的分类、规范、功能、意义和价值等与践行者的倾
向性（disposition）之间相互互动想象出来。参见 Bourdieu，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R. Nice（tra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中译本见皮埃尔·布迪厄著，蒋梓骅译：《实践感》，译林出版社 2003年版。布迪厄的核心
问题是“习性”（habitus）如何在环境条件与倾向性之间，于机遇结构下形成。这种路径与本文基于个人和家庭生命史的“家
宅之法”的测度（mapping）有所区别。

②转引自裴电清：“从国民经济学到理解社会学：韦伯文化科学方法论的一条线索”，2018年 11月 2日，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讲座。

③用“生死攸关”来描绘并不是修辞，不是如下文提到的桑托斯那样的后现代法律学者所称的那样。笔者观察过昆明
的拆迁中，一些老人死亡的一个原因是一般所称之“老人不能搬”的状况遭到破坏。下文的宏仁老村另一幢一颗印（139
号）的居民田老太太是一个例子。

④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一般都会将莫正才式的主张或抗争视为“坐地要价”。这种受到形式经济学影响的法律观已
经深入人心。而从后现代法律人类学（如桑托斯）的视角看，莫正才与其家宅的关系及其居住权利的主张不过是“被压迫
者”的法的“修辞”，并非本体性的差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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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面的真实瞬间，见识到法律的“本体”。如果说当下人类学本体论在何处超越了后现代人

类学的“表征论”，此处揭示的“人 -物命根”正是一例。或可说这是现代——后现代论争的

一个“终止点”。

回到前文关于“实际居住”的话题开始处，这种实际居住是当下考虑不动产的产权时应

当得到承认的。如果法律应当有“根本”的话，这种长期实际居住便是房屋所有权的一个重

要根源。①

至于房产继承，莫正才案例已经说清楚。按照传统，父母会在在世的时候，请来中人证

明，将房产的析分以口头或立字据的方式授予负责赡养者。例如 1938年莫正才曾祖的遗嘱

分单那样。这时候会写下“某某名下一面分得大房二间”。实际上这是指这个“某某”儿子

是家宅的“继承人”，并不是说这个某某于字据立下或许诺作出之时就是家宅的独一所有

者。只要父母还在世继承人就不能宣称自己是家宅的唯一主人。

在拆迁期间这样一套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律遭到破坏。拆迁办为了快速推进，利用乡村

的口头或字句承诺“房子归某某”，便或利诱或威胁，让其背着父辈在拆迁协议上签字。而

父辈则依据传统赋予的“户主”权或共享权去抗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父辈屈服于子

辈和拆迁办的压力。②

以莫正才的家宅为例，在 2010年开始的拆迁之初，莫姓家宅，除莫正才家之外的部分，

都被其主人（莫正才曾祖的后人）签了拆迁协议。莫正才家也面临拆迁压力。在儿子的劝

说下，莫正才将外天井里的自家的猪圈和厕所部分（占地 20余平方米）签了拆迁协议，得到 6
万元补偿费。莫正才没有签过莫家的正房、耳房、对厅和内天井（院子）。但是由于其子是

村干部，当时在仇和治下，以“问责”作为威胁，要求干部必须带头签协议，否则将被停止工

作。③莫正才的儿子于是背着父亲，在协议上签了字。莫正才知道此事后，带着土地证和户

口本等文件到拆迁办，要求撤销协议。而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当时则说协议被取消了。

正如上文所说，当下连国有土地上的不动产交易都采取了所有利益相关者到场或以委

托书形式才能完成房产交易的方式。可以说这是房产交易经过多年实践后摸索出的一套

实用办法，其目的是减少因房产交易引起的纠纷，结果则是实际承认传统的非业主对家宅

①我在下文讨论“家园”时，依据的“法”便是这种因“家园”演成的所有权。参见朱晓阳《“误读”法律与秩序建成：国有
企业改制的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 3期，第 197 - 206页。相关信息“英国占屋者权利”。根据英国《1980年
时限法案》规定，原房屋所有者收回土地所有权的任何行动都必须在 12年之内提出，否则，这就是所谓的“占屋者权利”—
如果在一处土地上居住满十年后，就可以拿着账单等证据，申请将房产登记变更为自己的名字，申请期需要两年，期间如
果没有发生异议，那么登记可以完成，“占屋者”就可以取得房屋的所有权，且原房屋所有者已无权采取法律行动收回这个
房屋。参见http：//news.163.com/14/0609/07/9U9HJU1L00014Q4P.html

②莫家所在的宅院的东边的半四合院和莫家四合院的一间正房和耳房（相当于三分之一四合院）被其主人在 2010年
与拆迁办签了拆迁协议。莫正才家外天井内的猪圈部分，也因其子强烈要求，莫正才本人签了拆迁协议。但协议不包括
莫家的大房、耳房、对厅和院子。有关这个问题，可参见孙超的“拆迁中的家庭和老人”一文对这种情况的多个案例做了详
细描述和分析。参见孙超《村庄拆迁改造中的家庭关系与老人生活——以昆明市郊小村为例》，《法律和社会科学》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 - 146页。

③参见朱晓阳《放假回家帮拆迁之昆明版》（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6b5040100ib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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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享权。但是在土地属于集体，没有不动产证，也未确认“业主”的乡下，当拆迁降临时却

会出现以上这种不受两种法约束，却能自由利用两种法的行为。这使我们不是要检讨什么

传统与现代司法冲突，也不是要去讨论什么两种法律语言遭遇而发生的“法律语言混乱”［3］。

我们要审视的是轻而易举击穿两种法律空间的政治势力本身。在这里出现的是政治势力，

是凭借国家发展大计为背景，游走在两种法之间的力量。

这种势力除了以“发展”为意识形态之外，有无所依凭的“法”？特别是有无与本文所关

心的空间问题相关的法？其实是有的。那就是“势”，即一切都以地势、局势和人势为进退

取舍的根本考量，也就是说这里的法即“兵法”。①什么“审时度势”和“趁虚而入”等等自然是

这种势力在侵入或者传统家宅法或者现代法律空间时的策略。这种势力首先在可以利用

传统法资源的时候则利用。例如莫正才在儿子劝说下，将外天井内的“猪圈”签给拆迁办。

这仍然是在承认家宅为家庭成员共享和户主为代表（由莫正才签字）的前提下进行的交

易。②其次，这也是拆迁人和栖居者莫正才根据“兵法”进行的周旋。拆迁人采用“拆局”或乘

虚而入的策略，即诱使户主将一座完整的家宅中“次要部分”签给拆迁办，并声称不影响主

人的居住。在拆迁人看来，此举因此得到破局的机会，因为可以对外宣传此处业主“已经签

了拆迁协议”。而莫正才则考虑到“猪圈”是在外天井，不属于建筑主体，因此在被逼无奈

下，不妨签给拆迁办。这样使作为干部的儿子在村委会和拆迁办面前有一个交代。这也满

足了儿子作为房产共享人的权利和对现金的需求。这是莫正才与儿子合谋之下对房屋的

析分或“切割”。拆迁办自然不满足这一切分式的签约，于是乘势前进，利用分家析产约定

的“归儿子所有”，让继承人背着户主签协议（子代父签）。

到末了，当莫正才喊出“死也要死在这间房子里”的时候，拆迁办则四处张扬：“他那个

房子已经签了”，并将“验”和“拆”字刷上莫的家宅的墙。而莫正才的儿子则称父亲是个“老

顽固”，应当搬走了。到此，从“兵法”角度，栖居者莫正才大势已去，应当是输了。③

①笔者曾用“搞运动”来描述城中村改造拆迁指挥部及其策略。“按搞运动方式实施的城中村改造项目有着深刻的人
类学意义。它是按照战争组织、过渡仪式和科层制的“问责”制度等多种实践需要设计的政治和生活形式。它被国家用来
推进其一段时期的中心事项，如对付非典、办奥运会以及城中村改造等等。以搞运动的方式成立“领导小组”或指挥部，将
国家体制下的各分散部门和各级组织统合到中心工作中，并置于党政一把手的领导之下。搞运动能够以超常规的一套口
号、组织、仪式和手段使中心事项得以快速推进。搞运动在以拼政绩上位的“锦标赛体制”或“项目制”下仍然是各级党政
部门喜欢选择的重要手段。在今天，“搞运动”不仅没有式微，而且被很多商业机构和慈善机构用于促销或劝募活动中 。
拆迁办的成立和运作就是搞运动式工作推进的体现。将领导小组 -指挥部 -拆迁办这一组织从上到下贯彻到基层，使利
益分化和相互掣肘的部门暂时放弃各自的利益和惯常路径。最近三十年因倡导法制建设或依法行政出现的“司法公正”
等可能产生独立倾向的部门被“搞运动”重新统合进一元化的党 -政系统中。”参见朱晓阳、孙超《小村故事：滇池东岸的土
豆和挖机啊（2010 - 4）》，未刊稿。

②在一份题为“关于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片区塔密村、五腊村、宏仁村城中村改造推进工作有关问题的纪要”（官渡
区矣六街道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会议纪要》（第 2期），2010年 5月 16日）中，写着：“拆迁人在与被拆迁人签订协议时，经常
会碰到由非产权人在协议上签字的情况，为了避免将来可能带来的法律纠纷，经征求律师意见，确定如下：1.以土地证、房
产证或三级组织证明上载明的人名为房屋产权人；2.由他人代房屋产权人签订协议的，需提供产权人授权委托书（统一格
式，经委托人和受托人签字按手印），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从文字看，拆迁办清楚知晓合法的行为是什么。
但在实践中，为了快速推进拆迁，拆迁人并不按规定操作。

③在这一段以及下一段，我们预想到了一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宏仁村事件”（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室 昆明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2020年第90号通知的用语）。有关于此，见以下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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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拆迁人信心满满，在将“拆”和“验”字刷上这座家宅墙头的时候，可能以为只是

在一幢乡村烂房子的土坯墙上做了该做的事。他们可能不知道这座建筑在当下要“保护传

统”和“留住乡愁”的大政策环境下，已经变成一个“拆不得”的宝贝了。①当然，来考察的文物

专家仅仅是根据这幢建筑的外观、形制和功能而认定它是“有一定历史价值”，并建议“列为

一般文物保护”。②他们不会去想这座建筑在过去一百年，如何经过四代人的精心照料，特别

是莫正才的看护，其形制才依然和建成时候基本一样。但是，即使专家眼中并无莫正才这

个栖居者存在，仅按当下的政策，这也是个不能拆的古建筑。而拆迁办手里的“协议”和墙

上的“拆”字，这些原准备用来消灭莫正才的巢穴的武器，现在却都成了违规操作的“证据”。

基于兵法的斗争当然还没有结束，莫正才和拆迁人都仍然有机会。拆迁人的一个机会

是使这幢建筑自然倒塌。在莫正才仍居于此的情况下，东边的院子已经由于长期无人居住

而部分倒塌。另一种机会是等待房屋因灾被毁。在 2011年 10月的仇和拆迁期间，莫家宅

院的西北边的相邻建筑（已经签过拆迁协议的空房子）曾经被人纵火。当时全村有上百人

赶来救火才将火扑灭。③无独有偶，最近三个月（5 - 7月），在莫家被刷上“拆”字的前后，这个

村庄发生了71起火灾。

本文的立场也很清楚：笔者公开主张栖居者莫正才对这所家宅的权利。这种权利既来

自传统家宅之法，也来自他对栖息之地八十余年的占有和建设。虽然几年来一些文物专家

和文化学者从房屋的形制、材料、建成时间和完好程度等对这所家宅给予“有历史价值”的

评语，但没有人在申请保留的报告中提出这件“文物”是栖居者莫正才与物相互生成的。作

为栖息场所而存在本应是家宅文物的最重要性质。很可惜这一点却无人提及。

概言之，我们面对着三种情况。其一是与“家宅”对应的共享权利；其二是传统的共享

权与私有产权之间的对接和互相包容；其三是以国家为背景的“势力”对前两种法律空间的

侵入和击碎。在当下如果要讨论空间与法律，无论是传统的空间（如家宅）还是权利为本的

法律的空间（如业主对物业的权利）都不能不对这三个方面及其关系进行阐释。而相比于

此，传统法律人类学关于空间与法律关系的研究虽然富有洞见，但仍然过于简单和刻板。

以下是三个经典的案例。

①笔者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一颗印”上的“拆”字：文物保护之困》，该文刊于《澎拜新闻·市政厅》，https：//www.the⁃
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457002。

②根据昆明市规划局的一位官员（5月 10和 13日）与笔者通话的印象。该官员转达了最近昆明市和官渡区的文物官
员最近来宏仁村对包括莫正才家在内的古旧建筑进行考察的意见。据官员转达的专家考察的意见称，莫家的家宅和另外
两处建筑属于“有一定历史价值”。建议在业主同意情况下，列为一般文物保护。但是专家认为莫家和另一家已经“签了
协议”。在此情况下，专家意见似乎暗示保护问题取决于新业主，即拆迁指挥部？而对村里的一处古照壁的专家意见是整
体“迁移”到村中两处文物点。

③关于这次火灾，纪录片《滇池东岸》有完整记录。参见朱晓阳、李伟华《滇池东岸》，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影视工作室，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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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首先是莫斯和H. 伯夏的《社会形态学——爱斯基摩人社会季节性变化》。①这是人类学

关于空间与法律、道德和宗教的重要文章。这篇长文直接影响到埃文斯 -普里查德的《努

尔人》的政治研究。②莫斯等认为社会空间（房屋）是与相应法律重合的。这是他们在文中的

核心观点。莫斯等的社会形态学在解释爱斯基摩人冬夏两季的钟摆活动及其相应的道德、

宗教和法律生活方面仍然很简单。文中将地理 -生计与道德、宗教和法律直接做了对接，

并以其所称之涂尔干的功能论来解释法律和宗教形式与社会形态学之间的关系［4］394。例如

莫斯等在文章的结尾处这样说：

我们提出了一条方法论准则，即社会生活及其所有形式（道德、宗教、司法等）是它的物

质基础的功能，它是与这一基础一起变化的，也就是说与各个人类群体的总量、密度、形式

和构成一起变化的［4］394。

莫斯等仅用“功能”一个词就将社会形态与道德、宗教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做了化约。莫

斯等的“功能”在此是在涂尔干社会学意义上的使用。实际上莫斯等在文中论及关于地理

环境的影响时，提出土地因素的影响必须被纳入与完整的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的“中介”的关

系中。唯有这些社会环境才能说明最终的合成结果［4］326。换句话说，在包括人类群体总量、

密度在空间中聚合、分散和流动的社会形态与道德、宗教和司法等形式之间会有“中介”。

但是通观全文，莫斯等没有指出或讨论过“中介”到底是指什么。简言之，莫斯等这样简单

和直接处理空间（社会形态）与法律的关系，在今天的人类学看来太过粗略。

其次是格尔兹的“地方知识”［3］。该文是解释人类学关于法律的经典文献。其中用代表

伊斯兰、印度和马来的三组词汇③厚描出三种法律“地方知识”。格尔兹在文章的最后部分，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讨论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地区的法律地方知识与植入的西式法律之间

形成一种“法律的语言混乱”。格尔兹乐观地称赞这是一种可以从法律多元视角来解释的

①参见莫斯H.伯夏《论爱斯基摩人社会的季节变化》，收入马塞尔·莫斯著，佘碧平译：《社会学与人类学》第七部分“社
会形态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版；关于社会形态学，参见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王迪译《社会形态学》引言、第一部分第
二章、第二部分、第二编、结论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此外可参见希尔兹著、谢文娟译《空间问题》第四章“空间的社
会性”，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7年版，第101 - 117页。

②这种社会形态学的传统可追溯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康德的“永久和平的保证”。按照福柯，康德是这样讨
论地理与法律的：“关于地理为了使人们活下去，他们就应该能够养活自己，可以生产自己的食物，他们之间能够形成社会
组织结构，可以相互之间或者与其他地区的人交换他们的产品。自然想要的是整个世界以及它的每一处都服从于生产和
交换的经济活动。从这时起，自然就规定给人类一些义务，后者对人类而言既是法律上的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大自然
秘密地授意给人类的，是自然标记于地理、气候等事物的配置（disposition）中的。而此种配置都有哪些呢？首先，人们可以
相互之间独自形成一些建立在所有权等之上的交换关系。人们将自然的规定、自然的准则重新表述成法律的义务，这就
成了民法。（droit civil）。其次，自然希望人们分布在世界的不同区域上，在其中的每个区域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要优先于
他们与其他区域居民的关系；人们把这种自然的准则重新表述为法律，通过建立诸多相互分隔的并且由若干法律关系所
维系的国家。这就成了国际法。”参见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等译《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8页。

③haqq伊斯兰教法律词意：现实，真理，有效性等。dharma（梵文）达摩：职责，义务，是非曲折；adat阿拉伯语：在马来语
中指：社会共识，道德风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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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文中称：“在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即使在Volea和新加坡，业已确立的正义观（haqq，
dharma，adat）与从外部引入的、更多反映现代生活方式和压力的正义观之间的紧张，使得整

个司法过程变得更具生机了。”［5］格尔兹的“地方知识”的问题是将自洽和刻板的法律感知

（legal sensibility）套用在复杂的法律“地方世界”情景中。而且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是以板

块式的文化为整体。这种关于地方知识的法律文化整体只适合做远距离和大尺度的比较

研究。

再次可以用桑托斯的《被压迫者的法》①为例。一般认为桑托斯是后现代法律人类学的

一个代表。②这本书是关于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区非法占地者的“法”的民族志。桑托斯将

非法占地居民的规范称为“社区法”（Pasargada法），并对之进行文化分析。他认为这是当地

的“法权威”（居民协会或RA）自己（采纳一些国家法规辞令）创制一套非法占地者社区内通

行的房屋买卖规范。例如正式法律系统中有一种技术表达“（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物质东

西的改善（improvements up on material things）movable or immovable”，或者说“修缮权”。而在

社区法规中，improvement意思与“修缮”无关，意指房屋或棚子等。有些买卖房屋的合同中

不写“房屋”，而写“修缮权”。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房屋交易必须包括房屋之下的土地，但作

为非法占地居住居民区，土地是归国家所有，如果按一般的合同去写房屋则是违法。作者

认为，社区法用修缮权之类的说法，以及这些社区规范的实施目的是避免居民间冲突，有利

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但桑托斯的“被压迫者的法”的研究基本上不关注这些法的话语实践

或“修辞”之外的真实住居状态。例如“修缮权”仅仅被当作是一种避免与国家法冲突的“修

辞”，完全没有讨论这个词的意义所关联的生活形式为何。

桑托斯还以“后现代”视角，将法律（包括违法占地者的法）视为一种不同的人可以“误

读”的地图或按不同的政治需要制作的地图。他说：“的确，法律是地图，成文的法律是制图

的地图，习惯法和非正式法是内心的地图。”［6］512 - 538

在桑托斯看来，法律是一种多重网络的现象，即对同一个（社会）对象进行不同的现实

构想，将它们创造为不同的法律对象。桑托斯的法律观比格尔兹的“法律是想象现实的一

种方式”［3］183更朝后现代方向走远一步，导向了一种法律的非本体性的主张。在此前提下，

司法被想象成政治性的话语实践之间的竞争或修辞活动。

四

笔者近年来在处理类似莫斯的空间与政治/法律的问题时，将空间（特别是“地方”

①这个案例被桑托斯删削后，作为第四章（题为“被压迫者的法：帕萨嘎达地区合法性的建构与再生”）编入其专著《迈
向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参见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著，刘坤轮、叶传星译《迈向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
和解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版，第121 - 199页。

②桑托斯自称为“对抗式后现代主义（oppositional postmodernism），“对抗式后现代主义立场认为确实存在着没有现代
答案的现代问题；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具有的转型特质之所在。”参见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著，刘坤轮、叶传星译
《迈向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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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或场所设想为一种“地势”①、生境或“处境”②。在讨论地势/生境/处境与政治/法律等
问题时，笔者将“技能”或者布迪厄意义上的“习性”作为中介。“地势”一词则是采用文化持
有者的汉语日常语言表达生境、地方等，“地势”因此被当作一种日常语言述说中的生活形
式或差异本体。笔者在过去十多年所作的几个政治/法律民族志研究就是在这种日常语言
视角实在论或本体论③下开展的。

它们包括五个个案。由于这些个案都被笔者分别讨论过，并都已经成文发表，本文仅
以标题形式列出其内容。个案一，林权绘相（mapping）［7］。这是关于西南边疆某地岐村的林
权改革的案例。个案二，草原共有地［8］，这是关于内蒙古某地草场使用权制度改革的研究。
个案三，Z厂家园和产权［9］，这是关于一家国有企业兼并和反兼并的案例。个案四，农民的
地权观［10］，这是从村规民约讨论农民地权观与现代产权的差别；个案五，城中村改造［11］，这
是关于城市更新中“家园”的案例研究。

在这些案例中，笔者虽然自觉或不自觉采用了“地势 -生境”的路径来讨论基层社会空
间的法的问题，④但是没有将“地势”当作一种兵法的“势”来考量。⑤相反，笔者是将地势作为

①关于本文的“地势”概念，参见朱晓阳《地势、民族志和“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思想战线》2015年第 5期，第 1 - 10
页。此外，还可参见朱晓阳、林叶《地势、生境与村民自治——基于滇池周边村落的研究实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1期，第 2 - 7页。总之，我们“强调地势是现实存在或本体，将地势理解为体验（embodied）‘视角’
下的现实存在。借用当代演化论人类学的概念，将包括特定地势的生活环境称作‘生境（niche）’。‘生境’是整合性的生活
环境，其中包括人及其周遭的物、基础设施/环境和生计/生产的技术等。”

②笔者在“从乡绅到中农”一文中，将“生境”定义为“生活环境，其中包括人（社区）及其周遭的物、基础设施／环境和
生计／生产的技能等。例如土、水、道路、家宅、庙宇和社区组织等是一个农业生境的重要部分。”参见朱晓阳《从乡绅到中
农》，《中国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1期，第 55 - 74页。此外，当代演化论人类学认为生境是物种赖以
存在的结构性、时间性和社会性情景（context）。它包括有机体所经历和再结构的空间、结构、气候、滋养物和其他物质的、
社会的因素。有机体在经历和再结构这些因素时，与其分享同一环境的竞争者、合作者和其他活动者也在场。人类生境
建构则发生在空间和社会范围，其包括社会合作者、感知情景、人类个体和社区生态，其中也有很多与人类在同一环境中
的其他生物。当代演化论人类学主张用整合性的人类生境建构来讨论人类演化。这种路径试图将物质与认知和行为与
形态学（morphological）统合起来。虽然演化论人类学是从长时段尺度来讨论“人类生境建构”，笔者在借用“生境”一词时，
仅限于描述延续性的农耕社区文化及其环境的整合关系。参见 Agustin Fuentes：Integrative Anthropology and Human
Niche：Toward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to Human Evolu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 117，no. 2，pp. 302 - 315。“处境”
一词是费孝通用来补充潘光旦关于中和位育的环境时，建议用“处境”代替环境。但是我嫌环境一词太偏重地理性的人生舞
台，地理的变动固然常常引起新的位育方式，新的文化；但是在中国近百年来，地理变动的要素并不重要。中国现代的社会变
迁，重要的还是被社会的和技术的要素所引起的。社会的要素是指人和人的关系，技术的要素是指人和自然关系中人的一方
面。处境一词似乎可以包括这意思。”参见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收入《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
年版，第301页。费孝通以“处境”来讨论位育，对位育与环境对应关系外（此种对应与孟德斯鸠和莫斯的形态学相似），更多
了一层技术要素的中介，这是一个进步，也更近于当代关系性演化人类学。此外，以“处境”一词代替环境，还具有汉语视角的

“本体论”意义。费孝通与潘光旦一样，没有将“技术的要素”贯彻到例如乡绅所生活的农耕处境中去讨论。在梳理潘光旦和
费孝通的论说的基础上，结合演化人类学和栖居视角的背景，“位育”或可解为：“位育”是在特定处境/生境中的生活合宜

③有关地势和人类学本体论，参见朱晓阳《地势、民族志和“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思想战线》2015年第 5期，第 1 -
10页。此外，还可参见朱晓阳、林叶《地势、生境与村民自治——基于滇池周边村落的研究实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1期，第 2 - 7页；朱晓阳《中国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及本体政治指向》，《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 1
期，第46 - 68页；朱晓阳《日常语言视角下的社会学“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22日；朱晓阳《日常语言视角
的人类学本体论》，未刊稿。

④在这些案例中，笔者都采用测度（mapping）方法，去发现例如地方视野的“产权”。运用测度的目的也是为了认识地
方的土地利用规范。在政策层面则为了使国家法框架下的“产权”获得地方支点，或使“产权”成为栖居的所在。

⑤笔者另文称：“地势”本体论即是一种整体性的变的原则，而且强调与“地”或与世界有关的变和动。很重要的一点，
“地势”是汉语述说者视角下的日常“世界”或实在。参见朱晓阳《中国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及本体政治指向》，《社会学研
究》2021年第 1期，第 46 - 68页。将势当作兵法，可以以法国学者余莲关于中国的“势”的研究为例，余的“势”观更强调这
个词的非本体论面向或者说“变易性”、策略性等，与兵法较近。他从中国人生活的关键象征和日常用语开始，即从“势”的
观念出发，认为这是一种“既非机械论（决定论），也非目的论的看法。”于莲称：“中国人通过客观运作之中的趋势，便能见
到眼不可见的事物，这是为何中国人不需要一个变成‘肉身’的媒介，也不需要‘形而上学的公设’。”参见（法）余莲著、卓立
译《势：中国的效力观》，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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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常语言视角下的本体或实在性因素，①将之与“家园”②和“家宅”等本体联系起来。例

如关于“家园”在国有企业Z厂兼并和城中村改造中的意义，文章指出：

身家一体，家园是身的延伸，家园是“身”及其栖居的“壳”。因此家园必有“身”，“身”实

在地或象征性地栖居其中。家园不是“现成”的“房子”；家园是“生成”的，是一种人与物相

互住入的经历。③

再例如笔者曾在分析滇池东岸城市更新案例时，对与“家园”相关的“地势”结论如下：

当面对强大势力对地方的连根拔除时，村庄内仍然有某种坚韧的支撑力。这种力在

“势”之外，这是什么东西呢？组织坚守村子的刘杰说：“保住这个家”。我以前将“保家”概

括为“保卫家园”。我在本书导言④提出要从地势的角度研究政治，并将“家园”作为地势政

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也许应当将“地势”当作一个莫斯意义上的“整体社会事实”看

待。从这种意义上说，地势是一种“本体”，是一种凝聚精神和物质的现实物。它包含人的

世界感知、情感和地方认同，而不仅仅是政治谋略性的空间布局。这是为什么“地势”会在

小村个案中显得如此重要和有意义的原因。⑤

①参见《对话朱晓阳：关于地势政治的讨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1期。在文中，笔者提
出：“‘地势’概念里最重要的是与汉语说话者视角和生境有关的现实。”

②关于“家园”，笔者在一篇博文中讨论过。文中称：“家园”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改造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十年
前，一家国有企业发生职工反对（开发商）兼并工厂的事件时，他们将其行动称为“救厂护家园”。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
道：“职工将保护国有资产与护卫‘家园’当作同一件事情。也可以说，他们的“保护国有资产也是在保卫自己作为居民和
所有者自然拥有的那一份共同体财产”。这些说法没有错，其局限性是仅将“家园”解读成一种财产权要求。最近有社会
学者在研究都市的群体事件时称：“‘保卫家园’不约而同地成为各地抗争者用以维权和抵抗开发项目的重要口号。”学者
的这一观察也比较准确，但将“家园”仅看作动员资源的策略则有些偏颇。质言之，这也是透过西方社会理论的镜子看中
国的一种判断。“家园”是人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场所的称呼。在群体事件中，这个词听上去可能有些矫情，不如“家”这个
字那样直白而厚重。但是这些职工、居民或村民选择使用“家园”自有其合理考虑。“家园”是用来抵抗开发项目的唯一正
当理由。这些开发项目本来都打着无可质疑的“德政”和“公共利益”旗号，例如城中村改造、旧城改造、城改大业和“农民
上楼”等等。只有在“保卫家园”的主张之前，这些“大业”才陷入了困局。“维护家园”有天经地义的正当性。“家园”与传统
文化中的“身家”这一观念吻合。我们都会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古训；“身家性命”正是日常政治伦理的基础
和出发点。如《水浒传》中有一句“身家性命，都在权奸掌握之中。”普通人的“政治”之身或政治生活就是从感受和维护“身
家性命”开始。身家一体，家园是身的延伸，家园是“身”及其栖居的“壳”。因此家园必有“身”，“身”实在地或象征性地栖
居其中。家园不是“现成”的“房子”；家园是“生成”的，是一种人与物相互住入的经历。近代以来的正统意识形态总是漠
视或排斥“身家”。这种意识形态基于启蒙主义传统的理念，崇拜浮士德式的“创造性破坏”或曰“开发”。在这套理念中，

“身 -家”缺位；而在其实践中，身 -家受到压制。再则，为了宏大理想，身家应当被牺牲。这种意识形态给肆无忌惮拆除
人们“家园”的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拆除家园意味着消灭或“悄灭”人身！ 到头来这也就意味着宏大理想最终失去支撑。
因为没有“身家”的社会或天下是空洞的。普通人一旦拒绝了这种“理念”，身 -家/家园便重新回到日常生活政治的中心。
家园就成为生活世界维护的基础，就成为抗拒不公正的理由。在当下的城市化和“城改大业”中，很多人及其栖居之所被
污名为“脏乱差的城中村”、危旧房、“要高价的钉子户”等等……唯有“家园”为这些人提供维护自己利益和权利的理由，提
供表达自己的生活世界理想的可能。“家园”正在成为基层政治学的起点和基石。“保护家园”也是唯一的绝地反击之理由。
一旦“发展主义”挑战并威胁到普通人的“身家性命”，一旦人们有意识地维护“家园”，“宏大事业”就会遭到质疑，并从此陷
入正当性困境。正是在这些经历中，“家园感”得以诞生，“家园”得以建成。参见朱晓阳《家园，使生活更美好》，http：//blog.
sina.com.cn/s/blog_4c06b5040100qp6x.html）。

③参见朱晓阳《家园，使生活更美好》，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6b5040100qp6x.html。
④参见朱晓阳、孙超《小村故事：滇池东岸的土豆和挖机啊（2010 - 3）》，未刊稿。
⑤参见朱晓阳、孙超《小村故事：滇池东岸的土豆和挖机啊（2010 - 3）》，未刊稿。

特

约

稿

16



2021 年 第13卷 第3期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 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

五、结论

本文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用城中村改造的一个案例，以“家宅”作为尺度来描绘

法律，或者说讨论社会空间是如何安顿“法”。家宅之法勾连了传统的家庭共享权和当代的

不动产私权，形成一种法律人类学意义上的不同范式之间的对接。但是当代城市更新中更

不可抗拒的力量来自这种对接之外的国家势力及其实施的城市更新运动。第二，追溯人类

学法律研究从社会形态学传统到当代地势学。第三，从日常语言视角，讨论“家园”“家宅”“生

境”和地势等。这种地势与本文开头案例中的政治势力的“兵法”有区别。这里所指的空间 -
地势对于生于斯长于斯之人的心之图式（schema）和惯习形成，以及认同（identity）建立有着重

要意义。

回到本文开头的案例，莫正才家宅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什么传统法与现代法之间的

“语言混乱”，也不是如后现代法律人类学所称之“政治话语”的竞争。相反，两种法律语言

在当下的不动产交易过程中已经出现完美的对接。在这个个案中，严重的问题是以国家发

展大计为背景的势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击碎无论是“传统”“现代”，还是两者结合的法律。其

结果是使社会赖以维系的秩序处于危殆或断裂之中。如何规范这种势力是当下的一个重

要实践和理论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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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w of Space in Grass-root Society: Social Formation，Art of Warfare and Topography
ZHU Xiao⁃yang（1）

Abstract：Taking the reconstruct of Chengzhong village as an example，the current paper takes“homestead”as
the measure to map the law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space and law. Combining the tra⁃
ditional sharing rights of family and contemporary real property，homestead law forms the link for different pat⁃
terns under the significance of anthropology. However，the resistible power of the current city renovating comes
from the state power and activities of city renovating. In addition，the paper discussed the study of anthropology
of law from social morphology to topography. Finall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anguage，topography is also
discussed with home，homestead，and situation，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art of warfare of political rights dis⁃
cussed in th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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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Cultivation Limit of Hani Terraces

YIN Shao⁃ting（18）
Abstract：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cultivation environment of Hani terrace and the analysis on the altitude
distribution and the slope of terraces in four counties of Honghe prefecture，the current paper comes to the con⁃
clusion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Hani terraces in Ailao mountain area have almost exceeded the limit of environ⁃
mental capacity. However，under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market economy，the so-called“view”
of Hani terraces formed by the limit development is given with the special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which
shows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the great potential power of human adaptability and initiative from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o human environment，agricultural view to tourism view，local livelihood to world cul⁃
tural heritage.
Key words：Hani terraces；environmental capacity；cultivation limit；modernism
Re-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Ecology of Chinese Lunar Calendar LUO Kang⁃long，PENG Bing（27）
Abstract：Nowadays，there are two types of calendars adopted in China，the Gregorian calendar and lunar cal⁃
endar. Based on theory of classical evolution of ethnology，the lunar calendar 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Gregori⁃
an one，which is always agreed by human beings. Howev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ommunity，both of
them are indispensable. Therefore，they are still used for timing. It is easy to find similar examples from other
countr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hinese nation，the lunar cal⁃
endar plays thee critical role and it will continue to make great contribution for our nation.
Key words：lunar calendar；cultural ecology；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hinese nation
Ecology，Livelihood，and Life: Food Safety in Rural Areas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LUO Kang⁃zhi，XIE Jing⁃lian（38）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also developing
with unprecedented speed. Under such background，our state considers the food safety as the measure to evalu⁃
ate the work of local government，which seems to be the foreseeable strateg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n cur⁃
rent situation of food safety in rural areas，there are great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and quality of food in rural ar⁃
eas because of the urbanization. Additionally，lack of training on consciousness of food safety leads to several
potential problems. Therefo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culture，the current paper adopts macro-analysis，
micro-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reveal the current severe situation of food safety in rural society. Fi⁃
nally，the cultural countermeasures are also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onscious⁃
ness.
Key words：urbanization；rural society；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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